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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超高齡社會與長期照顧需求持續攀

升的政策脈絡下，AI逐漸被導入居家照

護體系，作為支援服務評估、需求判定、

資源媒合與風險監測之治理工具。對身心

障礙者而言，居家照護不僅涉及服務輸送

效率，更關係其生活自主、支持網絡維繫

與日常決策權的實踐，具有高度情境性與

關係性特質。然而，現行政策與制度論述

多將AI視為提升行政效能與決策精準度

的技術手段，較少檢視其實際介入制度運

作後，如何重塑照護價值的優先順序、決

策責任的配置方式，以及專業人員可行使

之裁量空間。

相較於以公平性、透明性或隱私保護

等抽象原則為核心的AI倫理討論，居家

照護治理中的倫理問題往往並非源於單一

決策，而是嵌入於制度設計、作業流程與

執行規範之中，並在日常運作過程中被常

規化與去政治化。既有研究多停留於AI

技術風險或倫理原則層次，對於制度如何

透過AI的導入，重新界定「適切照顧」

的判別、轉移或隱匿倫理責任，以及形塑

第一線人員的實務判斷條件，仍缺乏系統

性的分析。

本研究採取情境倫理視角，聚焦AI

介入身心障礙居家照護治理後之制度運

作，探討：在既有政策與制度安排下，

AI如何影響照護決策中價值取捨的形

成？以及，制度如何在引入AI的同時，

重新配置專業判斷與倫理責任，使倫理問

題被技術化處理或下移至第一線？

貳、文獻探討與分析

一、身心障礙之照護價值與照護倫理

照護倫理理論指出，照護並非僅是

技術性服務的提供，而是一種以關係、同

理與回應性為核心的道德實踐，強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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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情境中人際互動與情感連結的重要性

（Noddings, 1984）。在身心障礙照護脈

絡中，照護關係往往具有長期性與高度依

賴的特質，其倫理意涵不僅涉及具體照顧

行為，更關係到自主支持、尊嚴維繫與

生活選擇權之保障。於制度層面，Tronto

（1993）將照護視為一種制度性與政治性

的價值實踐，指出照護責任的分配涉及國

家、家庭與市場之間的權力配置。就照護

實作而言，既有研究亦指出，居家與社區

照護除可回應家庭照顧需求外，亦能維繫

情感支持功能，並補足機構式照護在人性

關懷上的限制（王正、曾薔霓，1999）。

換言之，身心障礙照護的價值不僅體現在

服務成效，更深層嵌入於照護關係與制度

安排之中，構成政策設計的重要倫理基

礎。

照護倫理並非僅存在於個別互動，

而是系統性地嵌入於制度流程與工作分工

之中。Kemp等人（2022）提出之「長期

照護日常倫理模型」指出，關鍵倫理判斷

多發生於制度流程與角色分工之間，卻

往往未被政策制度清楚辨識，其核心主

張在於照護倫理具有制度性特質，而非僅

屬個人道德責任。與此相呼應，Schuchter

與Heller（2018）亦指出，當照護過度納

入績效評估與管理邏輯時，反而可能削弱

其作為關係實踐的倫理內涵。換言之，倫

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第一線人員是否「做

得夠好」，而在於制度是否提供其進行倫

理判斷的條件與空間。在自主議題上，支

持決策觀點指出，對於認知或功能受限者

而言，自主須透過關係與制度支持方能實

現，其核心精神在於以制度化支持取代父

權式替代決策（Peterson et al, 2020）。此

外，相關研究亦強調，照護並非單向依

賴，而是建立於互惠與互依關係之中，承

認依賴本身所具有的倫理價值（Edwards 

et al., 2024）。若制度僅以「降低依賴」

作為政策目標，反而可能忽略身心障礙照

護中不可避免且具正當性的關係依存結

構，應將長期照護制度應納入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之精神，以保障服務使用者與照

顧者之尊嚴與權益（許彤瑤，2019），從

倫理實作與經驗詮釋的角度，補充照護作

為深層道德與精神實踐之面向，彰顯人性

尊嚴關係價值（黃奕偉，2022）。

然而，隨著科技與自動化系統逐步被

引入長期照護治理，上述關係導向與支持

取向的照護倫理正面臨新的制度張力。既

有研究指出，照顧科技可能引發人際互動

弱化、物化以及自主權受限等倫理風險，

而相關倫理治理架構仍有待完善（周宇翔

等人，2018）。亦有研究提醒，當科技被

定位為提升效率的治理工具時，倫理判斷

往往被吸收進制度流程，卻未同步釐清其

責任歸屬。當科技治理逐步取代人際判斷

時，身心障礙照護是否仍能維持其關係性

與倫理核心？制度是否在無意間將倫理風

險轉移至第一線工作者與家庭之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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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在障礙照護情境中，照護者往

往需承擔高度的道德工作與社會期待，顯

示倫理壓力已被個人化承接（曾凡慈，

2021）。綜合上述文獻可知，身心障礙照

護具有高度關係性、互依性與制度性之特

質，然而在科技介入後，制度如何重新界

定照護價值、配置倫理責任，並形塑專業

裁量的實作條件，仍缺乏系統性的制度分

析與情境倫理檢視。既有研究雖已指出照

護高度依賴關係互動與情境理解（陶文娟

等人，2017），但對於科技治理如何重構

倫理基礎，仍有探究之必要，亦構成回應

之核心問題。

二、科技如何重塑照護實作、協力與關

係

照顧體系對資訊科技之規劃與服務

應用意願普遍偏高，多數單位已具備實際

使用經驗，並以滾動式方式持續優化既有

資訊方案，且相關資源被普遍認為相對充

足（楊梓峻等人，2024）。從照護關係與

工作型態觀之，Pols（2012）指出，科技

介入將改變照護互動模式、責任分配與工

作型態，支持「科技導入即治理重構」之

分析觀點。隨著科技逐步導入，傳統以

「照護／依賴」為核心的互動關係，逐漸

轉向強調即時安全性與互動性的「陪伴式

互動」，照護實作亦由定期面對面接觸，

轉為透過數位工具所形塑之「持續性互

動」。在此過程中，家屬得以透過平臺參

與並理解照護狀況，有助於建構合作性的

照護網絡（陳其宏，2025）。

當科技以「關係性使用」方式納入

照護情境時，能促進溝通、理解與共同目

標的形成，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物理距離

所造成的限制（Morris, 2020）。然而，

從照護者視角出發，相關研究亦指出，

智慧型手機與智慧家居科技雖能提升資訊

取得與即時支持，其接受度與操作負擔仍

為重要限制因素（Grewal et al., 2024）。

換言之，當科技同時成為安全監測工具與

互動媒介時，其亦可能重新界定回應、判

斷與風險承擔之責任歸屬，進而影響照護

關係中的責任配置方式。此外，醫療結合

科技技術已成為當前健康照護的重要趨

勢，AI透過早期診斷、大數據蒐集與分

析以及決策支援，促成智慧醫療與精準醫

療的發展，進而提升醫療效率（余怡珍，

2022）。

在治理層次上，公共部門的數位轉

型並非僅涉及技術導入，而是伴隨組織

流程、責任配置與治理邏輯之整體重構

（Lips, 2024）。福利國家研究指出，

公共服務正快速朝向「數位福利國家」

（digital welfare state）轉型，政府透過資

料基礎設施、平臺化服務流程與跨部門資

料串接，重組福利給付、風險管理與責任

追蹤機制，使治理邏輯逐步由專業裁量

轉向資料導向之制度運作模式（Margetts 

& Dunleavy, 2013）。然而，批判研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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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演算法與自動化決策可能強化既有

不平等結構，使弱勢族群更容易受到分

類、監控與排除（Eubanks, 2018）。相較

之下，多數相關研究仍以就業服務、社會

救助或保險給付等制度領域為主要分析對

象，較少探討此類治理邏輯於照護高度關

係導向服務場域中的作用機制，亦缺乏對

照護價值取向可能轉變之政策層次分析。

在專業培育與實作層面，行動科技

可促成多方即時互動，形塑跨角色之協同

照顧網絡，並支援家庭照顧者之照護能力

與心理健康，進而促進專業人員與在地照

顧者之共同決策（陳宗義等人，2020）。

然而，AI技術導入專業培育與實務場域

時，可能伴隨制度調整、學術誠信與倫

理風險等治理挑戰（盧燕嬌、李作英，

2024）。當照護實作與專業能力日益透過

科技與演算法支撐時，專業裁量空間是否

同步受到壓縮？照護決策中的倫理判斷與

情感勞動，是否可能在制度運作中被邊緣

化？推動創新健康照護服務需同時考量制

度環境、組織條件與治理支持，否則科技

創新難以轉化為可持續之照護實踐（黃子

容，2021）。

三、制度化決策、責任配置與情境倫理

在政策決策規範層次，方蕙玲

（2010）指出，照護倫理應以自主、善

行、不傷害與正義為核心原則，並強調制

度設計須同時回應個體尊嚴與照護關係品

質。然而，在智慧照護政策推動脈絡中，

相關政策多以效率提升與資源整合作為主

要目標，透過導入智慧輔具、數位平臺與

在宅醫療機制，以回應高齡化與人力不足

問題，卻同時伴隨數位落差、資安與倫理

風險、專業人力不足及跨系統協調困難等

結構性限制（謝邦昌、謝寧，2025）。當

科技治理主要被用以回應制度層級的財務

與人力壓力，而未同步制度化倫理指引、

專業裁量空間與使用者參與機制時，政策

是否已默許以技術取代照護關係作為制度

調適策略？以效率與控制為導向的治理取

向，與照護倫理所強調之關係性與情境性

之間，因而形成持續的結構性張力。從公

共決策觀點來看，張其祿（2000）亦指

出，決策制訂主要受限於決策者的理性限

制、組織體系中的代理人問題，以及政治

環境中多元利益行動者互動關係之影響，

使制度選擇往往難以充分回應倫理複雜

性。

從責任配置角度觀之，既有研究指

出，外包與工具化治理常在形式上建構跨

部門或跨專業合作架構，實質上卻將決策

權集中於行政體系，而將服務協調、執行

風險與倫理後果系統性移轉至第一線執行

者（Salamon, 2002）。此種權責分離的治

理模式，使制度得以透過標準化流程與績

效指標維持運作，卻未同步承擔因政策彈

性不足、情境差異或資源限制所衍生的風

險。換言之，制度透過程序化設計維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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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穩定，卻將制度不完備所產生的倫理張

力，轉移為基層人員必須自行承擔的責

任。在第一線實務層級，Lipsky（1980）

亦指出，當政策目標模糊、資源有限且績

效要求明確時，制度往往將原應由組織或

政策層級處理的衝突，轉化為基層工作者

的裁量與道德抉擇，使責任呈現高度個人

化。於長照情境中，照護人員須在有限資

源、標準化流程與個案多重需求之間進行

即時判斷，其倫理決策不僅影響服務品

質，亦實質承擔制度後果，此種責任集中

現象並非源於專業能力不足，而是制度未

賦予相應決策權與支持機制之結構性結

果。

從照護情境理論觀之，S w a n s o n

（1991）提出的五項關懷構面：了解、陪

伴、代為行動、賦能與維持信念，清楚指

出照護並非單純的技術操作，而是一種高

度情境化且關係導向的實踐歷程。Watson

（1999）強調，照護行動仰賴照護者對

非語言訊息的覺察、對互動脈絡的敏感

度，以及臨場倫理判斷的生成能力。林笑

（2000）亦指出，護理專業除回應身體與

心理需求外，亦涉及對個體生命意義與整

體存在狀態的理解。在心理社會層面，相

關研究亦指出，個體基本心理與社會需

求的滿足，以及生命歷程中發展任務的

完成，高度仰賴人際互動品質（Maslow, 

1954; Erikson & Kivnick, 1994），而情緒

覺察與臨床判斷則為照護效果形成的關鍵

要素（陳曉琦、周汎澔，2010）。換言

之，照護之所以成為專業，不在於技術流

程的可標準化程度，而在於照護者能否於

具體情境中理解並回應生命狀態的複雜

性，照護品質的生成亦取決於關係連結，

而非單一技術或標準化流程所能取代。

相較於人際照護所需之細膩情境判

斷，AI的應用多著重於效率、標準化與

風險預測，難以充分理解文化脈絡、具身

互動與非語言訊息（Perry, 2023）。當AI

被用作監控或流程控管工具時，亦可能壓

縮照護者的專業裁量空間與被肯認感，進

而影響其專業認同與工作投入。若制度要

求第一線人員配合科技運作，卻未同步重

構決策權限與倫理責任配置，科技治理是

否反而加劇責任向基層集中的制度風險？

因此，智慧照護政策的關鍵不在於是否導

入AI，而在於制度是否能同時回應責任

配置、專業裁量與情境倫理，使科技成為

支持人性互動的工具，而非重塑照護關係

的隱性治理機制。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節說明研究之方法取徑與分析設

計，以確立分析邏輯與研究範圍。面對人

工智慧與數位科技逐步介入身心障礙居

家照護治理之發展趨勢，採取制度分析

取向，結合政策文件分析方法，從制度論

述、治理工具與倫理意涵三個層次進行系



鄧光宇   AI 介入下身心障礙者居家照護治理的情境倫理制度分析

社區發展季刊　194 期 263 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統性檢視。透過具體政策文本之蒐集與比

較分析，探討科技治理如何重構責任配

置、專業裁量與照護關係，並釐清其對情

境倫理之制度性影響，以強化研究之解釋

力與分析深度。

一、研究取向與分析策略

本研究以制度分析取向為核心，採

取政策文件分析方法，檢視AI與數位科

技介入身心障礙居家照護治理後，相關

政策文本如何界定照護問題、配置治理責

任，並重構對照護倫理與專業實踐的制度

理解。研究關注的重點不在於科技效能本

身，而在於科技治理如何透過制度語言與

政策設計，影響情境倫理、專業裁量與照

護關係的實踐空間。研究取向奠基於「政

策作為論述實踐」（policy as discourse）

的觀點，認為政策不僅是回應問題的技術

工具，更是更是形塑問題定義、行動邊

界與價值排序的治理機制（Bacchi, 2009; 

Hajer, 1995）（註2）。政策文本透過特定

語言、分類與評估邏輯，界定何種需求被

視為治理對象、何種照護方式被認定為合

理，進而影響責任配置與制度運作方向。

在方法論上，結合批判政策分析與論

述分析視角，將身心障礙居家照護政策視

為一種透過制度設計與科技工具建構治理

秩序的過程，而非中立反映照護需求的行

表 1  研究資料來源與文本範圍界定

層級 文本類型 納入標準 分析重點

中央層級

法規、政策計畫、行政命

令、政策指引

與身心障礙居家照護、智慧

照護或AI應用相關，且近五

年仍具實務效力

科技介入的制度定

位與治理目標

地方層級
作業規範、實施要點、配

套管理措施

明確規範身心障礙居家服務

或科技輔助照護之執行方式

角色分工、責任配

置與管理要求

跨層級文件
評估指標、品質管理、風

險控管文件

涉及服務品質、績效或科技

監管

照護品質定義與治

理邏輯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整理自政府機關公開發布之法規與政策文件，包含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身心障礙居
家照護及智慧照護相關計畫要點，並輔以地方政府作業規範與實施指引，確保文本之制度效力

與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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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文件（Fischer, 2003）。此外，引入情

境倫理與照護倫理作為分析視角，檢視政

策中對效率、風險控管與標準化流程之強

調，是否造成照護價值由關係導向轉向管

理導向的制度性轉變。

二、資料來源與文本範圍

以政策文件分析為主要資料來源，依

研究目的系統性篩選中央與地方政府公開

之相關政策文本，界定AI介入身心障礙

居家照護治理之分析範圍，並據此建構後

續制度論述之分析架構（如表1所示），

以檢視科技治理如何影響責任配置、專業

裁量與照護倫理之制度轉變。

研究範圍並未涵蓋所有居家長照或身

心障礙相關政策，而係依分析指向性原則

選取可反映AI介入身心障礙居家照護治

理之制度論述文本，以聚焦科技治理、責

任配置與情境倫理之制度化過程，並透過

跨層級文本比對，分析制度如何經由科技

治理重構照護價值與倫理責任配置邏輯。

此外，為提升資料來源之具體性，所

選文本以2016年長照2.0政策推動以來之

相關文件為主，並延伸至《長期照顧十年

計畫3.0》，以確保制度之時效性與實務

相關性。納入文本包括中央層級之《長期

照顧十年計畫2.0》與《長期照顧十年計

畫3.0》相關政策內容與指引，以及《身

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法》與《身心障礙者個

人照顧服務辦法》；另納入《智慧醫療

發展政策》及「健康臺灣深耕計畫（114-

118年）」等文件，以掌握AI與資訊系統

於照護治理中的制度定位。

地方層級選取臺中市及其他直轄市政

府之居家服務作業規範、長照服務管理要

點及智慧照護試辦計畫等文件，以分析執

行層面之角色分工與責任配置；並輔以跨

層級之服務品質評鑑指標、服務紀錄及資

訊系統管理規範，檢視科技監測與績效評

估機制對照護實作與倫理判斷之影響，並

據以分析科技治理對專業裁量與責任配置

之制度意涵。例如，透過中央政策文件對

智慧照護與資訊系統之制度定位，以及地

方作業規範中對服務流程與紀錄回報之規

定，分析科技如何納入治理架構，並影響

第一線人員之專業判斷與責任承擔。

三、分析架構與操作化程序

依據研究目的建構情境倫理之制度分

析架構，從制度論述、治理工具與倫理意

涵三個層次進行分析，以系統性檢視AI

介入身心障礙居家照護治理後，政策文本

如何界定問題、配置責任並重構照護倫理

（如表2所示），以說明科技治理如何影

響專業裁量空間、責任歸屬與照護價值之

制度轉變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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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情境倫理制度分析架構

分析層次 核心問題 分析焦點 對應理論視角

制度論述層次
政策如何界定問題與解方 AI與科技如何被建

構為合理治理工具

政策作為論述

治理工具層次
科技如何影響制度運作 流程設計、評估指

標與責任配置

批判政策分析

倫理意涵層次

制度如何影響照護倫理 專業裁量、照護關

係與情境倫理

照護倫理、

情境倫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操作化程序上，則透過文本蒐集、

初步編碼、主題歸納與理論詮釋等步驟，

確保分析過程具備一致性與可追溯性（如

表3所示），並使研究結果得以清楚對應

研究架構與理論概念，提升制度分析之系

統性與解釋力。

為使表3之操作化程序更具體呈現，

並對應各分析步驟之實際運作方式，舉例

如下：以政策文件中「透過智慧照護平台

進行即時監測與異常通報，以提升服務品

質與安全」之敘述為例，在文本蒐集階段

將其納入分析資料；於初步編碼時，依分

析向度標記為「科技應用」、「風險監

控」與「品質評估」等概念，並以語句所

呈現之問題界定、行動邏輯與責任指涉作

為編碼判準；於主題歸納階段，透過跨文

本比較，歸納為「科技導向之治理強化」

之制度論述類型；最後於理論詮釋階段，

分析其所反映之治理邏輯轉變，並涉及專

業裁量空間與責任配置之制度意涵，以確

保分析結果與理論推論之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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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分析架構與操作化程序，

得以系統性檢視AI介入身心障礙居家照

護治理後，制度論述、治理工具與情境倫

理之交互影響，並說明科技治理如何形塑

責任配置、專業裁量與照護價值之制度後

果。

肆、研究發現

依據情境倫理制度分析架構，從制度

論述、治理工具與倫理意涵三個層次，分

析AI介入後，政策文本如何重構身心障

礙居家照護的治理想像、專業角色與倫理

責任，補足科技治理倫理盲點。

一、制度論述中對身心障礙照護問題的

技術化界定

研究發現，政策文本多將身心障礙居

家照護所面臨的人力不足、服務品質差異

與管理風險，界定為可透過科技介入加以

改善的治理問題。AI與數位科技在政策

論述中，被賦予提升效率、降低風險與強

化監測的功能，並被視為回應照護需求與

資源限制的理性工具，形塑出以技術解方

回應制度壓力的治理框架。論述傾向將照

護困境理解為管理與執行層級的問題，而

表 3  分析操作化程序

分析步驟 操作內容 分析目的

文本蒐集
蒐集中央與地方身心障礙居家照護及智慧照護政

策文件

建立制度文本分析基礎

初步編碼
標記科技應用、角色分工、責任配置與品質評估

相關語句

辨識治理關鍵語言

主題歸納
跨文本比較論述共通性與差異 說明制度論述樣態

理論詮釋
結合情境倫理與治理理論進行分析 說明制度治理意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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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治理工具下身心障礙居家照護責任再配置分析

分析面向 制度設計特徵 責任配置結果 情境倫理影響

決策權限

科技系統設計、流程規

範與評估指標由行政體

系主導

第一線照護人員缺乏實

質決策參與

專業判斷難以制度化回

饋

治理工具
科技監管、績效指標與

標準化流程

即時回應與風險處理由

照護人員承擔

倫理判斷轉為個人責任

非涉及照護關係、專業裁量與倫理責任配

置之制度性課題。

然而，上述治理論述同時傾向將身

心障礙者高度異質的身體狀態、溝通方式

與生活脈絡，簡化為可被標準化、量化與

預測的管理對象。政策文本較少處理身心

障礙者在照護關係中所展現的依賴性、互

動需求與長期信任關係，亦未充分回應照

護過程中高度情境化與即時判斷的倫理特

性，使身心障礙照護的複雜性在制度論述

中被技術性地壓縮。整體而言，當科技被

定位為主要治理工具時，制度論述易忽略

照護作為關係實踐的本質，反而可能重構

責任配置與照護價值，使科技治理成為隱

性改寫身心障礙照護倫理與專業角色的關

鍵機制。

二、治理工具下身心障礙照護責任的再

配置

在治理工具層次，政策文本透過科

技監管、績效指標與流程規範，重塑身心

障礙居家照護的服務模式。分析顯示，

制度設計權與評估標準仍高度集中於行

政體系，而第一線照護人員則須在科技系

統監測與流程控管之下，負責即時回應身

心障礙者多變且高度個別化的照護需求。

當面對身心障礙者之溝通困難、行為變化

或突發狀況時，必須在制度規範與情境判

斷之間承擔高度裁量壓力，卻缺乏相應的

決策權限與制度支持。責任配置因而呈現

出「制度管理集中、照護風險外移至第一

線」的結構性特徵，使身心障礙照護所特

有之倫理張力，被制度性地轉化為個人專

業責任（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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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治理工具的導入雖強化制

度監管與流程一致性，卻在未同步調整決

策權與支持機制下，將身心障礙照護之風

險與倫理責任集中於第一線人員，說明科

技治理下責任配置失衡的制度問題。

三、情境倫理在身心障礙照護中的制度

性弱化

在倫理意涵層次，研究發現政策文本

對照護倫理的理解，主要聚焦於安全、效

率與服務一致性，較少回應身心障礙照護

高度仰賴情境互動、非語言溝通與長期關

係建立的特性。隨著AI的介入，照護行

為更易被界定為可監測、可評量的服務流

程，而非需要即時倫理判斷與關係回應的

實踐歷程（註1）。制度安排可能壓縮照護

人員依據身心障礙者當下狀態進行倫理判

斷的空間，使情境倫理被個人化處理，而

非由制度層級提供支持與調節機制，進而

弱化照護專業在倫理回應上的制度定位。

整體而言，治理取向傾向將照護倫理簡化

為可量化之安全與效率指標，制度未能充

分回應身心障礙照護中高度情境化、關係

導向與即時判斷的倫理需求，反而使倫理

抉擇與風險承擔被制度性地轉移至第一線

人員個別承受，說明科技治理下倫理責任

配置失衡的制度後果。

服務實作
科技系統要求即時回報

與持續監測

照護風險與情緒勞動集

中於第一線

情境倫理壓力升高

身心障礙特性
高度個別化需求、溝通

與行為不確定性

制度彈性不足以回應差

異

倫理張力被隱性個人化

整體治理結果
管理權集中、執行責任

外移

責任不對稱結構持續累

積

照護倫理制度支持不足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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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政策文件分析，指出AI

介入身心障礙居家照護治理後，制度論

述、治理工具與倫理安排之間所形成的結

構性影響，補充既有科技治理與長照研究

中，對責任配置與情境倫理如何在制度層

級被重構之理論理解，深化制度層級倫理

分析視角。

一、身心障礙照護的複雜性未被科技治

理充分承接

政策中被建構為中立且必要的管理手

段，卻未充分回應身心障礙照護高度情境

化、關係導向與長期互賴的特性。當治理

焦點過度集中於效率與風險控管時，障礙

經驗中所涉及的尊嚴、溝通與關係維繫，

容易在制度層級被邊緣化，進而削弱照護

作為關係實踐的倫理基礎，並限制專業回

應的制度空間。因此，AI介入下的身心

障礙居家照護治理，實質上是一種透過制

度化科技工具重組責任、裁量與倫理位置

的治理工程，而非單純的技術創新。

二、責任外移對身心障礙居家照護的治

理後果

當科技治理與績效管理邏輯相互結合

時，責任配置容易出現結構性失衡。制度

層級集中掌握決策與監管權限，卻將照護

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失誤、倫理衝突與情境

判斷風險，制度性地轉由第一線照護人員

承擔。於身心障礙照護情境下，此種責任

外移不僅加重專業人員的工作負荷，亦可

能削弱服務運作的穩定性，並影響照護關

係的長期維繫。

三、政策意涵、分析限制與後續研究方

向

本研究不僅指出倫理風險，而是說

明科技治理如何成為一種「去政治化倫理

衝突」的制度機制。身心障礙居家照護之

智慧治理關鍵不在於科技導入本身，而在

於制度是否能回應情境倫理與專業裁量需

求，避免責任外移與倫理風險個人化。然

而，以政策文本為主要分析材料，未能直

接呈現身心障礙者與第一線照護人員之實

務經驗，研究推論仍受制度層級限制。未

來研究可結合障礙者、家屬與照護人員觀

點，並比較不同服務類型與治理工具，以

深化對AI介入身心障礙照護治理之制度

後果與政策調整方向的理解，以補足制

度分析與實作現場間的斷裂，並為智慧照

護政策提供具情境敏感度之調整依據。因

此，本研究顯示，制度層級之分析在理解

AI介入下身心障礙居家照護治理的倫理

後果上，具有不可由技術評估或個別經驗

研究所取代之解釋力。

（本文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

與政策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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